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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多样性是维系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石, 然而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 为应对此危机, 全球投入了 

大量资源开展保护行动. 科学、客观地评估这些行动的成效, 对于优化保护策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实现适应 

性管理至关重要, 已成为保护生物学领域的核心研究议题. 本文通过系统性梳理相关文献, 回顾了不同类型生物多 

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核心方法的特点, 重点分析了评估逻辑从关注“投入与过程”到聚焦“结果与影响”的演变, 深入讨 

论了不同阶段核心评估方法的优势与局限性. 研究发现, 不同类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方法的发展呈现出 

清晰的特点与演进脉络: (1) 基于投入与过程的评估方法(如保护地面积、资金投入、管理有效性追踪工具等)易于 

量化, 在推动保护行动扩张方面发挥了作用, 但难以直接衡量对生物多样性本身的净影响. (2) 基于保护行动的实 

际结果与影响的评估方法更严谨, 且已涌现出四大类核心方向: 一是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等框架的综合指标体系; 
二是通过量化威胁减轻程度来间接评估成效的威胁消减评估法; 三是利用匹配等方法构建反事实情景, 以剥离保 

护干预净效应的反事实效应量化分析; 四是运用结构因果模型等方法识别变量间因果路径, 以提升归因准确性的 

因果关系识别. (3) 当前, 评估正朝向多目标整合的价值综合化与系统化方向发展, 强调将生态网络连通性、生态 

系统服务、人类福祉以及气候变化适应性等多维目标纳入评估框架. 尽管进展显著, 评估实践仍面临数据覆盖限 

制、时空尺度不匹配、方法可推广性不足等挑战. 未来, 评估方法的发展应聚焦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发 

展技术驱动的智能化评估; 建立标准化、模块化的综合评估框架, 促进方法的整合与可比性; 加强与社会科学、计 

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构建面向行动的适应性评估体系, 为实现动态、高效的保护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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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即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 是维持生态 

系统功能、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保障人类福祉的基 

础 [1,2]. 然而, 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 全 

球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 对地球生命 

支持系统构成了严峻威胁 [3].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 国际 

社会、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生 

物多样性保护, 包括受威胁物种保护、设立保护地、 

实施生态恢复工程、制定相关法律政策等 [4]. 然而, 资 

源投入本身并不意味着保护目标的达成. 如何科学、 

客观地评估这些保护行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即保 

护成效评估, 已成为保护生物学和环境管理领域的核 

心议题 [5]. 有效的评估不仅能检验保护策略的合理性, 
为决策者提供证据支持, 还能帮助管理者识别项目缺 

陷, 优化管理策略, 实现适应性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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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研究发展态势 

近年来, 随着全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重视, 关 

于保护成效评估的研究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通 

过Web of Science进行系统检索后发现, 近三十年 

(1996~2025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相关发文总 

数近9.2万篇. 自2003年起总体持续增长并在2018年后 

显著跃升, 近两年(2024~2025年)达阶段性高位, 表明 

该议题已由零散案例扩展为跨学科主流(图1). 依据微 

观引用主题聚类分析结果, 当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联系紧密的高热度板块包括“遗传/谱系层面的多样 

性”“植物群落”以及“生态系统服务”, 这显示生物多样 

性保护成效评估研究范围已覆盖物种及其栖息地、生 

态系统、功能与遗传多样性等多个维度. 而在相关研 

究期刊出版方面, 通过统计12503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效评估领域论文的外文刊物来源发现 ,  顶级期刊 

Science与Nature系列分别发表了相关研究18篇与72篇, 
其余期刊中Biological Conservation(502篇, 4.02%)、 

PLoS One(361篇, 2.89%)、Conservation Biology(285 
篇, 2.28%)位居这一领域发文量前三. 其后包括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Ecological Indicators、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等期刊, 呈现持续而稳定的发文趋势. 
通过统计435篇该领域论文的中文学术期刊来源发现, 

《生态学报》和《生物多样性》分别以18和13篇(分别 

占比4.14%和2.99%)发文量排在前列, 其后包括《生态 

与农村环境学报》《环境科学研究》《地理学报》等 

期刊, 共同构成了该领域中文研究成果发布的核心 

阵营.  
通过对发文作者所属国家及地区进行统计分析(图 

2), 结果显示该领域研究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与全 

球化并存的特征. 美国以3519篇发文居首, 中国以2368 
篇位列第二. 英国(1726篇, 含英格兰1426篇与苏格兰 

300篇)、澳大利亚(1281篇)和西班牙(1009篇)均超过 

1000篇, 共同构成该领域国际研究的第二梯队. 前20位 

国家(地区)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发达 

图 1 (网络版彩色)近30年(1996~2025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领域相关研究论文发表数量随时间变化情况. 以(biodiversity OR species OR 
species diversity)AND(conservation OR conservation* OR protection OR protection*)AND(effectiveness OR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AND 
(evaluation OR assessment OR evaluate OR assess OR evaluate* OR assess*)以及(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物种) * (保护+保育) * (成效+效果) * 
(评价+评估)为主题词, 截至2025年12月31日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结果 
Figure 1 (Color online) Number of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related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1996–2025). Using the topic keywords of (biodiversity OR species OR species 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OR conservation* OR protection OR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ness OR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AND (evaluation OR assessment OR evaluate OR assess OR evaluate* OR 
assess*), as well as (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物种) * (保护+保育) * (成效+效果) * (评价+评估), search results from Web of Science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s up to December 3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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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也涵盖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等生物多样 

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表明该议题已突破地缘局 

限, 整体形成了以欧美为传统核心引领、中国及生物 

多样性大国为新兴增长极的全球协同研究格局.  
尽管研究数量不断增加,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 

估在理论和实践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7]. 评估方法的选 

择、数据的可获得性、时空尺度的匹配以及评估结果 

的解读与应用, 都直接影响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8,9]. 
例如, Brown和Williams [10]系统分析了生态完整性评估 

(ecological integrity assessment)这一常用保护成效评估 

方法后指出, 该方法虽被宣称可测量物种组成、生态 

系统结构与功能, 但存在四大核心缺陷: 一是对生态形 

态与功能的表征模糊, 缺乏具体细节; 二是依赖的代理 

变量(如植被结构、维管植物丰富度)与多类群生物多 

样性无实证相关性; 三是将多维数据压缩为单维指数 

时存在信息丢失与系统偏差; 四是采样规范(sampling 
protocol)易受采样偏差、观察者偏差与测量误差影响. 
因此, 系统梳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方法的发展 

历程, 厘清其演变脉络, 对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 

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为全面系统地了 

解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进展, 本文通过梳理和综 

述相关文献, 首先回顾了不同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效评估核心方法的特点、进而深入剖析了不同方法的 

优势与局限, 并结合当前的技术发展和保护需求, 展望 

这一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 

究和相关实践提供参考. 

2 基于投入和过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评估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评估方法经历了不断深化 

与完善的过程, 其核心逻辑逐渐从关注“做了什么”转 

向关注“带来了什么改变”, 即从关注“过程”到关注“结 

果”. 但基于投入和过程的评估方法, 作为该领域发展 

历程中的基础性路径, 不仅奠定了早期保护成效监测 

的框架, 更凭借其独特的实用性, 至今仍是全球各类保 

护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方法聚焦于 

保护行动的投入状态与执行过程, 通过量化可直接观 

测、易获取的核心指标, 快速反映保护行动的落地程 

图 2 (网络版彩色)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相关研究作者数量排名前20的国家及地区. 以(biodiversity OR species OR species 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OR conservation* OR protection OR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ness OR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AND (evaluation OR 
assessment OR evaluate OR assess OR evaluate* OR assess*)以及(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物种) * (保护+保育) * (成效+效果) * (评价+评估)为 

主题词, 截至2025年12月31日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结果 
Figure 2 (Color online) Top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uthors involved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Using the topic keywords of (biodiversity OR species OR species 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OR conservation* OR protection OR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ness OR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AND (evaluation OR assessment OR evaluate OR assess OR evaluate* OR assess*), as well as (生物 
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物种) * (保护+保育) * (成效+效果) * (评价+评估), search results from Web of Science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s up to December 3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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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提供直观、高效的基础参 

考 [11]. 例如, 保护地的数量和面积常作为衡量一个国家 

或地区保护努力或投入程度的指标 [12]. 这类指标相对 

易于量化和追踪, 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程与 

全球保护地网络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3,14]. 然而, 
面积的增长并不直接等同于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 
许多保护地由于资金不足、人员短缺、数据滞后、管 

理不善而成为“纸上公园”(paper parks), 未能有效遏制 

内部与外部的威胁 [15~17]. Zvidzai等人 [18]对赞比亚保护 

地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后指出, 尽管该国保护地面积广 

阔, 但因长期管理资金短缺和治理结构薄弱, 在遏制偷 

猎和生境退化方面成效有限.  
为应对上述问题, 研究者和保护机构开发了多种 

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 如管理有效性追踪工具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METT)、保护 

地网络快速评估(rapid assessment and prioritiz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management, RAPPAM)、自然遗产地深 

度评估(enhancing our heritage, EoH)、PROARCA- 
CAPA打分卡(PROARCA-CAPA scorecard)与CEE(col
labo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vidence)批判性评估工具 

等 [19~21]. 这些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通常涵盖背景 

(context)、规划(planning)、投入(inputs)、过程(pro
cesses)、产出(outputs)等多个管理环节, 通过问卷和专 

家打分的方式, 对保护地的管理水平进行系统性评 

价 [22]. 与此同时, 中国在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方面也 

开展了大量本土化探索与制度建设. 例如, 相关部门制 

定并发布了《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HJ913-2017)》 

等行业标准, 在借鉴国际框架的基础上, 构建了符合中 

国国情的评估指标体系(https://www.mee.gov.cn/ywgz/ 
fgbz/bz/bzwb/stzl/201712/t20171229_428915.shtml). 其 

中, 《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作为中国首项自然 

保护区管理评估环保标准, 明确了我国家自然科学保 

护区的管理评估原则与程序, 并从管理基础、措施、 

保证、成效与负面影响五大维度设立了20项指标, 使 

该体系适用于各级各类保护区的规范化监管与效能提 

升 [23]. 此外, 随着中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全面建设, 针对 

三江源、神农架、祁连山等国家公园的管理有效性评 

估研究也相继开展 [24~26]. 这些评估不仅关注资金保障、 

人员编制等基础投入, 还重点考察了生态管护员制度 

落实、特许经营管理、社区共管机制等具有中国特色 

的管理过程, 为国家公园的高质量建设与适应性管理 

提供了重要依据. 例如, 王子琳等人 [26]通过构建基于超 

效率-数据包络分析的效能评价模型, 对我国十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的管理效能进行了系统评估, 不仅证实 

了普达措、神农架以及祁连山等国家公园在试点期间 

展现出了相对较好的管理效果, 还通过测算投入指标 

的改进额度, 为国家公园精准查找管理短板、优化资 

源配置提供了量化依据. 赵翔等人 [27]也以三江源国家 

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为研究对象, 指出可能导致国 

家公园管护效率与保护成效受损的原因, 并提出了基 

于强化社区主体与民间机构参与度的管理有效性改进 

建议. 
此外, 为了实现全球范围内评估数据的标准化汇 

编与监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世界保护地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f protected areas, WCPA)于2024年也发布 

了更新的技术指南(https://iucn.org/sites/default/files/ 
2024-05/newiucnwcpatechnicalnote13oneffective
ness.2024.pdf), 明确了向全球保护地管理有效性数据 

库(global dtabase o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effec
tiveness, GD-PAME)报告评估结果的标准流程, 推动评 

估体系从单一的管理过程向包含治理公平性与治理/管 

理/生态多维成果(governance/management/ecological 
outcomes)的综合报告转型. 一项整合了4000多个保护 

地数据的分析表明, 尽管约40%的保护地在资金保障 

与人员配置等“投入”指标上存在重大缺陷, 但得益于 

保护规划与管理“过程”中较好的治理有效性与保护地 

设立基础(如法律认定、边界划定等), 其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社区福祉等“产出”方面仍能取得积极成效 [28]. 
无论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监测, 还是中国国家公园的 

本土实践, 基于投入和过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 

估方法为了解全球保护地的管理现状、识别管理短板 

提供了宝贵信息, 但其评估结果与真实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成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 仍是一个持续探讨 

的问题 [29]. 
除在保护地的应用外, 基于投入和过程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特定物种保护 

项目和广域保护策略制定中. 例如, 在农业景观中, 旨 

在保护农田鸟类以及传粉昆虫的“农业环境计划”(agri- 
environment schemes, AES)是欧洲一项重要的保护计 

划 [30]. 对这类计划成效的评估, 通常会衡量其覆盖的农 

田面积(投入)、参与的农户数量(投入), 以及具体实施 

的措施, 如建立野花草甸、保留灌木篱墙或减少农药 

使用(过程) [30]. 然而, 这些投入和过程指标并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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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期望的生物多样性成果. 研究发现, 这些计划的实 

际效果受到计划设计、周边景观结构和管理方式的显 

著影响, 例如, 针对非生产性区域(如田埂)的措施通常 

比针对生产性区域(如作物田)的措施更能有效提升物 

种丰富度 [30]. 同样, 在针对大型哺乳动物的人兽冲突管 

理项目中, 评估指标可能包括建立的防护设施数量、 

支付的生态补偿金额或开展的社区宣讲次数 [31], 但这 

些措施是否能有效缓解冲突并促进物种保护, 仍需基 

于结果的审慎评估 [32]. 因此, 尽管基于投入和过程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方法对于追踪保护行动的实施 

至关重要, 但它们本质上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终成效 

的替代指标, 其与物种数量恢复或生态系统健康改善 

之间的关联需要通过严格的、基于结果和影响的评估 

来验证 [33].  

3 基于结果和影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评估 

为了更直接地衡量保护成效, 另一类生物多样性 

保护成效评估聚焦于生物多样性的实际变化, 即评估 

保护行动的实际结果和影响. 此类评估逐渐占主导地 

位并在方法学上迅速发展, 所采用的方法近年来已从 

传统的统计回归模型和常见的干预前后对比(before- 
after, BA)、控制-干预对比(control-impact, CI)以及二 

者结合的BACI设计 [34], 进一步发展为更全面的综合指 

标评估法、更能直击源头的威胁消减评估法, 以及更 

为严谨、可进行因果推断的反事实效应量化分析与因 

果关系识别等方法. 其核心支撑体系可被进一步划分 

为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核心方法两大维度: 前者为成 

效量化提供标准维度与数据载体, 后者为因果推断与 

净效应剥离提供技术路径. 但需要注意的是, 能够确保 

此类结果导向型评估科学性的前提与基础是对生物多 

样性数据准确、全面的获取. 而生物多样性的测量方 

法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从传统调 

查到技术驱动的演变过程, 为因果关系识别提供了核 

心数据支撑. 因此, 基于结果和影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效评估将围绕生物多样性测量、指标体系与核心方 

法三方面展开回顾与讨论.  

3.1 生物多样性测量 

早期的生物多样性测量以物种监测单一维度为主, 
但随着保护生物学与观测技术发展, 现已系统拓展至 

生态系统与遗传多样性等其他核心层次, 并覆盖陆地、 

淡水、海洋等不同生境类型, 形成多维度、多尺度、 

多方法融合的测量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 

提供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撑. 在生态系统多样性层面, 
其测量主要围绕生态系统类型与覆盖、景观格局及结 

构完整性展开, 是大尺度保护成效评估的核心依据 [35]. 
常用陆域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标包括生态系统类型构 

成、面积占比、斑块密度、破碎化指数、景观连通 

度、植被垂直结构、林冠郁闭度及生态系统完整性指 

数等 [36,37]. 而在水域生态系统中, 测量重点则关注珊瑚 

礁覆盖率、海草床面积、河流健康状况及底栖生境复 

杂度等指标 [38~40]. 这些指标的数据获取传统上依赖于 

实地调查(如植被样带样方监测、拖网采样、潜水观 

测等) [41,42], 但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 利用卫星影像获得 

大范围、长时序的地球表面信息, 用于监测植被覆盖、 

土地利用变化、生境破碎化等实践已成为主流 [3,43,44]. 
结合多光谱/高光谱成像、合成孔径雷达、激光雷达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等不同传感器的数 

据特性, 甚至可以评估生态系统结构、健康状况和物 

种组成 [45~47]. 此外, 近年来无人机与便携式遥感技术 

(如背包式LiDAR设备)的发展则逐渐弥补了卫星遥感 

在空间分辨率上的不足, 能够以极高的精度进行多种 

尺度的资源调查和精细化生境制图 [48,49].  
而遗传多样性是衡量种群进化潜力、抗逆性与长 

期生存能力的核心维度, 直接决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长远成效, 近年来相关测量与评估研究快速发展 [50]. 早 

期遗传研究依赖于形态学和生化标记(如染色体、同 

工酶等)进行品种区分和群体分类, 但这些方法易受个 

体差异与环境因素影响且分辨率有限 [51]. DNA分子标 

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遗传多样性评估方法, 随机扩增 

多态性DNA(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RAPD)、扩增片段长度多样性(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FLP)、简单序列重复(即微卫 

星, 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等技术因其高多 

态性和可重复性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计算个体与种群 

水平遗传变异情况与多样性 [52,53], 从揭示陆地植物沿 

环境梯度的遗传格局, 到识别海洋中的隐存种和病原 

体传播均有实践案例 [54,55]. 进入基因组学时代, 高通量 

测序技术能够直接评估全基因组水平的杂合度与变异, 
宏基因组学则揭示了微生物群落内部的物种及遗传多 

样性 [56,57]. 而在缺乏直接遗传数据时, 也可使用种群大 

小、生境连通性、栖息地质量作为替代指标, 间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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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遗传多样性保护成效 [58]. 对遗传多样性的测量能够 

精准评估栖息地连通、种群再引入、遗传救助等保护 

措施的实际效果, 判断保护行动是否有效缓解种群隔 

离、近交衰退与遗传侵蚀问题. 例如, Shaw等人 [58]通 

过全球跨类群、跨时空的整合分析证实, 人类活动驱 

动下全球物种种群内遗传多样性呈显著流失, 鸟类与 

哺乳动物受影响最严重, 但种群补充等主动保护干预 

可有效遏制甚至逆转遗传多样性损失, 凸显了基于遗 

传信息开展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迫性. 目前, 遗传 

多样性测量已逐步从基础研究走向保护实践应用, 成 

为完善生物多样性多层次保护成效评估体系、提升保 

护策略科学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物种多样性测量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中 

应用最广泛的维度, 相关研究与方法也已较为成熟. 传 

统生物多样性测量便主要集中在物种层面, 以区域内 

物种(尤其是稀有/受威胁物种或指示物种)的数量变化 

情况为核心指标, 这一方法最早甚至可追溯至1890年 

代兴起的种群监测 [41,59]. 例如, 始于1900年的“圣诞鸟 

类统计”便通过长期记录鸟类丰度来反映区域生态变 

化 [60]; 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 北方斑点鸮(Strix occiden
talis caurina)等特定物种常被作为北美森林生态系统 

的指示物种, 其种群动态被假定能代表整个森林生态 

系统的健康状况 [61]. 近年来,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时空尺 

度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指出其随时间的变化具有高 

度尺度依赖性, 全球尺度的物种丧失并不必然导致局 

部尺度的丰富度下降 [62]. 物种丰富度虽直观易懂, 却忽 

略了物种的相对多度、物种间的亲缘关系以及它们在 

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作用 [63,64]. 为弥补这一不足, 研究者 

首先引入了可同时整合物种丰富度、均匀度与相对多 

度特征的多样性指数, 如Simpson指数、Shannon-Wi
ener指数、Brillouin指数、McIntosh指数、Fisher α指 

数、Hill数等 [65,66]. 这类指标在生态学研究和初步保护 

成效评估中应用广泛, 但仍局限于物种分类单元, 难以 

全面反映生态系统变化的复杂性和稳定性 [67].  
随着生态学理论的发展, 研究者认识到生物多样 

性具有多重维度. 除了物种多样性, 系统发育多样性 

(phylogenetic diversity)和功能多样性(functional diver
sity)等概念被提出并逐渐应用于物种层面的监测与研 

究 [68,69]. 系统发育多样性衡量群落中物种的进化历史 

总和, 一个包含多个古老、分化久远的谱系的群落比 

一个仅由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组成的群落拥有更高的 

系统发育多样性 [70]. 功能多样性则关注物种的功能性 

状(如体型、食性、繁殖策略等)的多样性, 这些性状直 

接关系到生态系统过程(如生产力、养分循环) [71]. 一些 

常见的功能多样性相关指标有群落加权平均指数 

(community weighted mean)、功能分异度指数(func
tional dispersion)、Rao二次熵(Rao’s quadratic entropy) 
和功能冗余指数(functional redundancy)等 [72,73]. Carroll 
等人 [74]曾以美国本土鸟类为对象, 比较了Rao二次熵与 

功能冗余两类功能多样性相关指标与传统物种丰富度 

指标(总体物种丰富度、种群下降物种丰富度和濒危/ 
受威胁物种丰富度)的指征一致性, 发现在采用先验(即 

对指标不作约束直接对比)相关性分析时指标间一致 

性普遍较低, 而用后验(即对指标进行保护约束空间优 

先级排序)方法时指标间一致性显著加强. 与物种多样 

性相比, 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能从不同维度 

反映生态系统的进化潜力和功能冗余度, 为生态系统 

保护成效评估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数据与见解 [75,76]. 
近年来, 物种监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样为生物多 

样性测量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样方、样线及陷 

阱诱捕等传统物种监测方法较难实现大尺度覆盖, 对 

稀有或隐蔽物种的探测效率低, 且难以进行长期动态 

追踪, 导致评估数据的时效性和全面性不足, 而基于新 

兴技术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法使大尺度、高频率、低 

成本地获取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数据成为可 

能 [41,42]. 例如, 环境DNA(environmental DNA, eDNA)监 

测技术通过从环境样本(如水体、土壤、空气)中提取 

并测量生物通过皮肤脱落、唾液、配子、粪便以及分 

泌物等方式向环境中释放的游离DNA片段, 能够一次 

性较为准确地识别出特定环境中存在的多个物种 [77]. 
该技术尤其适用于水生生态系统的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监测, 其对稀有或隐蔽物种的探测灵敏度高, 极大地提 

高了监测效率和覆盖面 [78,79]. 此外, 自动声学监测设备 

与红外相机陷阱被广泛用于监测发声动物(如鸟类、 

蛙类、蝙蝠等)和行踪隐秘的哺乳动物 [80]. 这些设备能 

够采集海量的声音和图像数据, 并借助人工智能算法 

进行物种识别和种群动态分析, 为评估保护地的管理 

成效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 [81]. 这些新兴技术的大规模 

应用, 使得物种多样性测量从静态的“快照”式调查, 转 

向动态的、大范围的长期追踪, 为更精细、更全面的 

保护成效评估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3.2 基于结果和影响的评估指标体系 

在生物多样性测量实现多维度拓展与技术革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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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基于结果和影响的保护成效评估得以进一步 

发展和完善, 并形成了“指标体系+核心方法”的二元支 

撑结构. 一系列针对性强、逻辑严谨的评估方法应运 

而生, 它们不再局限于间接推断, 而是直接聚焦保护行 

动带来的生态结果与实际影响, 通过结构化综合指标 

框架、威胁量化、反事实对比及因果识别等路径, 实 

现对保护成效的科学判定. 其中, 评估指标体系是量化 

保护结果与影响的重要载体, 通过明确评估维度、筛 

选关键指标、构建标准化框架,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效评估提供可衡量、可对比的量化依据, 主要包括以 

下两类:  
3.2.1 综合指标框架体系 

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及其 

衍生的DPSIR(driver-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DPSIR)模型是一类被广泛应用的概念框架 [82]. 它通过 

评估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驱动力”(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以 

及消费格局产生影响的社会、人口与经济背景因素, 
如人口增长等)和“压力”(指直接干扰力, 如污染、土地 

开发等)、生物多样性的“状态”(受压表现特征, 如物种 

数量、生境质量)和“影响”(指生物多样性特征发生的 

具体变化与压力的作用效果)以及社会为应对这些问 

题所采取的“响应”(如建立保护地、制定政策), 来系统 

地分析保护问题和保护行动成效 [83]. 例如, Wei等人 [84] 

应用该框架评估中国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 
保护工程时发现, 天然林保护工程与退耕还林政策有 

效遏制了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 促使大熊猫野生种群 

数量及栖息地面积实现双增长, 从而证实了宏观保护 

政策的积极成效; 而Butchart等人 [85]基于此框架与31个 

全球指标的评估发现, 尽管保护响应指标增强, 但生物 

多样性面临的压力持续上升、多数状态指标呈恶化趋 

势, 表明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态势尚未得到有效遏 

制. 这类框架结构清晰, 有助于整合不同类型的信息, 
但其不提供各指标具体计算方法, 且内部各指标间的 

因果关系往往难以精确量化 [59,86].  
3.2.2 威胁消减评估 

威胁消减评估(threat reduction assessment, TRA)是 

一种在项目层面评估保护成效的实用方法. 它不直接 

测量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而是通过评估保护项目在多 

大程度上减轻了对保护目标的各种威胁来实现 [87]. 项 

目开始时, 管理者识别并量化所有主要威胁; 项目结束 

后, 再次对这些威胁的程度进行评估, 计算出威胁的总 

体消减指数 [88]. TRA方法成本效益高、操作性强, 尤其 

适用于那些生物多样性数据难以获取或变化周期较长 

的项目 [89]. 例如, Mugisha和Jacobson [90]应用TRA方法 

对乌干达16个保护地进行评估, 在缺乏详细生物监测 

数据的情况下, 成功量化并比较了“社区参与式”与“传 

统管理”两种模式的效果, 发现社区参与模式在缓解火 

灾、盗伐和土地侵占等特定威胁方面表现更优. In
gram等人 [91]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TBT(taxa- 
biome-threat)框架, 通过划分区域生物群系(66个陆地、 

51个淡水、24个海洋沿岸)、筛选威胁敏感类群、量 

化威胁强度(如采伐、栖息地丧失), 最终识别物种威胁 

响应阈值, 解决传统保护行动针对性不足的问题, 为国 

家及国际层面的保护政策提供可操作的精准干预方案.  

3.3 基于结果和影响的评估核心方法 

在生物多样性多维测量技术日趋成熟、评估指标 

体系逐步完善的基础上, 精准剥离保护干预的净效应、 

明确行动与结果间的因果关联, 成为进一步提升保护 

成效评估科学性的关键. 而反事实效应量化与因果关 

系识别类方法能够有效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 帮助破 

解“保护行动与生物多样性变化是否存在真实关联”的 

归因难题.  
3.3.1 反事实效应量化 

相较于传统BACI研究方法, 起源于计量经济学并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医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反事实 

效应量化方法能够控制时空变异和人类影响 [92]. 此类 

方法最早由Ferraro等人 [93]于21世纪初引入保护生物学 

研究, 用于分析美国《濒危物种法》对物种保护的实 

际影响, 并逐渐成为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中 

最为严谨的方法之一. 其核心思想是比较“实施了保护 

干预”的区域(如保护地内)与“未实施干预”的对照区域 

(如保护地外)的生物多样性状况差异 [94]. 通过构建一 

个合理的“反事实”情景(即假如没有保护干预会发生什 

么), 尝试排除经济波动、人口迁移或气候变化等混杂 

因素的影响, 从而剥离出保护行动的净效应. 随着空间 

数据和统计模型的发展, 研究者可以利用匹配分析 

(matching)、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或合 

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等反事实方法在更 

大的尺度上构建对照组, 从而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效 [95,96](图3). 例如, Li等人 [16]基于全球10143个保护地 

的最邻近倾向得分匹配样本, 发现自然保护地既能显 

著抵抗人为土地覆盖变化(2013~2020年保护地土地覆 

盖损失率12.7%, 低于对照区域18.5%), 又不限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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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夜间灯光增长(60.3%的周边社区灯光增长等于或 

高于对照); Ye等人 [96]则结合了最邻近倾向得分匹配与 

双重差分两类方法, 系统评估1985~2021年间武夷山地 

区16个国家级保护地建立及三类保护政策对森林净初 

级生产力的影响, 发现62.5%的保护地对森林生产力有 

积极保护效应. 但需要注意的是, 采用反事实效应量化 

方法通常需大量潜在对照单元, 而生物多样性的监测 

往往主要集中在有保护措施的区域, 这导致对照区域 

数据稀缺, 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且此方法依赖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因果关系的充分认知 [97]. 
3.3.2 因果关系识别 

虽然反事实效应量化类方法能构建对照情景, 但 

仍可能因未明确变量间因果结构与关系而存在混杂偏 

倚(confounding bias)、过度控制偏倚(overcontrol bias) 
或碰撞偏倚(collider bias)等问题 [99,100]. 而因果关系识 

别类方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这种具有典型非线性特 

征、变量混杂难以完全控制的场景中具有独特适用性, 
能够与反事实效应量化方法形成互补 [101]. 其中, 结构 

因果模型(structural causal model, SCM)可通过有向无 

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s, DAG)可视化保护行动、 

生物多样性变化及各类混杂变量(如气候、人类活动、 

生境特征)的因果关系, 结合后门准则(backdoor criter
ion, 通过阻断所有非因果后门路径, 实现观测数据中因 

果效应的无偏识别)与前门准则(frontdoor criterion, 借 

助中间变量分步识别, 可在存在未观测混杂时估计因 

果效应), 精准剥离保护干预的净效应 [102,103](图4). 例 

如, Arif和MacNeil [103]展示了如何使用结构因果模型框 

架实现珊瑚礁生态系统稳态转换因果驱动因素识别、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无偏因果推断提供了方法支 

撑. 而以收敛交叉映射(convergent cross mapping)为代 

表的非线性状态空间重构(nonlinear state space recon
struction)方法, 可进一步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因果推断 

在复杂动态系统中的适用性, 与结构因果模型形成互 

补 [104]. 例如, 在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中, 研究者利用收敛 

交叉映射成功揭示了环境温度波动与特定鱼类种群动 

态之间的非线性因果联系, 推翻了传统的简单相关性 

假设, 为制定动态的禁渔期和捕捞配额提供了关键决 

策支持 [104]. 此外, 因果网络学习算法(causal network 
learning algorithms)和格兰杰因果法(Granger causality) 
则分别更适合处理高维多变量关联与时滞因果检 

测 [105]. 例如, 因果网络学习算法被应用于重建受干扰 

生境中的多物种互作网络, 辅助精准识别出维持生态 

系统稳定性的物种 ,  从而进行优先保护与资源倾 

斜 [105]; 而格兰杰因果法则常用于评估长期气候变化或 

土地利用演变对区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时滞效应, 通 

过量化历史环境压力对当前生态退化的因果贡献, 为 

制定前瞻性的生境修复规划提供了时间尺度上的参 

考 [106]. 这些方法的互补应用可覆盖不同生物多样性保 

护成效评估场景, 共同突破传统相关性分析的局限, 提 

升保护成效归因的科学性, 为保护策略优化与资源高 

效配置提供可靠的因果证据. 

4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综合价值评估 

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的深入和对社会-生态系 

统复杂性认知的提升, 单一聚焦“投入过程”或“结果影 

响”的保护成效评估框架已难以满足新时代保护需求. 

图 3 (网络版彩色)最邻近匹配方法原理示意图. (a) 最近邻匹配成功示意; (b) 最近邻匹配失效示意. 在每个子图中, 蓝色圆圈代表处理组物种, 
空心圆圈代表对照组物种. 单向水平箭头表示倾向评分(即在给定协变量的条件下某单元接受处理的概率)从小到大的分布方向. 圆圈内的白色 

数字代表样本被选取的顺序. 双向箭头和深蓝色虚线框表示匹配关系, 红色用于强调. “距离”指配对样本之间倾向评分的差值(改编自Zhao等 

人 [98]) 
Figure 3 (Color online) Illustration of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methods. (a) success of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b) failure of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Blue circles represent the treated species, and hollow circles represent the controlled species. One-way horizontal arrows indicate the 
distribution direction of propensity scores from small to large. Numbers inside the circles represent the order in which samples were selected. Double- 
headed arrows (red color is used for emphasis) and dark blue dotted boxes indicate matched pairs. “Distance” refers to the difference in propensity 
scores between a matched pair (adapted from Zhao et al. A guide to qualitative attribution methods for evaluation in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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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正朝着多目标 

协同、跨尺度耦合、前瞻性预判方向延伸, 以高度整 

合性与系统性全面刻画保护成效 [107]. 这种多要素、多 

尺度、多目标整合的综合价值评估不再局限于孤立的 

保护地或单一物种, 而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更广 

阔的景观格局、社会经济背景和全球环境变化语境中, 
通过整合多个领域与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全面衡量保 

护行动的生态、社会与长远价值. 其中, 这类评估方法 

快速发展的趋势包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与景 

观生态学与地理学的结合、与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 

科学的结合以及与气候变化科学的结合.  

4.1 整合景观尺度生态网络连通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综合评估的一个重要发展方 

向是超越单个物种或保护地的“岛屿”视角, 转向对景观 

尺度和生态网络连通性的综合考量. 研究表明, 孤立的 

保护地在长期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效果有限, 特别是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 [108]. 栖息地 

的破碎化是导致物种数量下降和灭绝风险增加的关键 

因素 [109]. 因此, 评估保护成效不仅要关注保护目标区 

域的状况, 还必须评估其在整个景观格局中的功能, 以 

及与周围土地利用(即“基质”)的相互作用. 这种评估方 

法整合了景观生态学和集合种群(metapopulation)理论, 
强调通过构建生态廊道和绿色基础设施来增强景观连 

通性, 从而支持物种的迁移、基因交流和长期生存 [110]. 
评估的重点从单一物种或栖息地的保护, 扩展到维持 

整个生态系统网络的功能和韧性 [111]. 这种基于景观和 

网络的方法有助于推动更具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空间规 

划和管理策略, 例如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空间管理 [112] 

和识别能够同时保护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的 

优先区域 [113]. 在实践方面, 通过跨省域整合原有破碎 

化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地, 并重点规划和建设景观廊道, 
其成效评估已超越单一的种群数量统计, 转而强调栖 

息地连通性的提升, 以促进种群间基因交流, 从而验证 

了网络化保护在应对环境变化中的关键作用 [114,115]. 最 

终, 这种综合评估框架能够更全面地揭示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动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真实效果, 为实现区域 

乃至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4.2 纳入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 

现代保护理念强调,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是为了 

物种本身, 也是为了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增进人类福 

祉和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116,117]. 因此, 成效评估也开始将生态系统 

服务(如水源涵养、碳储存、授粉等)和当地社区的社 

会经济状况(如收入、就业机会、生计多样性、社会 

公平性、管理有效性等)作为重要的评估维度 [22,118]. 例 

如, García Márquez等人 [119]在评估哥伦比亚中部的保 

护成效时发现, 保护地未能有效保护与当地农业和社 

区生计密切相关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如水源涵养和 

碳储存)分布区, 揭示了保护规划需同时考量生态功能 

与社会经济压力的必要性. 而在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 

的生态保护成效评估不仅量化了生态工程对水源涵养 

和植被碳固存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显著提升, 还深 

入考察了生态管护员制度对当地牧民增收和生计转型 

的积极影响. 这表明, 将社区福祉与社会经济指标纳入 

评估维度, 能够有效化解保护与发展的冲突, 推动生物 

图 4 (网络版彩色)基于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s, DAG)的 

因果推断分析流程框架. 中心虚线框内展示了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因 

果结构示意(改编自Arif和MacNeil [103]). 其中“有向无环图”是用单向 

无回路箭头表示变量间因果假设、可直观呈现系统因果结构的非参 

数化图形工具; “后门准则”通过阻断所有非因果后门路径, 实现观测 

数据中因果效应的无偏识别; “前门准则”借助中间变量分步识别, 可 

在存在未观测混杂时估计因果效应 
Figure 4 (Color online) A causal inference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directed acyclic graphs (DAG). The dashed box illustrates an 
example of the causal structure based on DAG (adapted from Arif and 
MacNeil [103]). Directed acyclic graph is a nonparametric graphical tool 
that uses unidirectional acyclic arrows to represent causal assumptions 
between variables and can intuitively present the causal structure of a 
system; the backdoor criterion enables unbiased identification of causal 
effects in observational data by blocking all non-causal backdoor paths; 
the frontdoor criterion, relying on stepwise identification via 
intermediate variables, can estimate causal effects in the presence of 
unobserved conf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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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保护与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深度协同 [28,120]. 
此类综合评估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保护行动的社会- 
生态影响, 促进保护与发展的协同, 并且可以有效地与 

SDG-13(气候行动)、SDG-14(水下生物)与SDG-15(陆 

地生物)相结合, 与可持续科学发展相互促进 [121]. Hu
sain等人 [122]研究发现通过实施大规模的植被重建计划 

以提升矿区的碳固存能力(SDG-13), 能够有效缓解温 

室效应, 同时也为当地特有的野生动植物种群重建了 

关键的森林生态系统(SDG-15), 从而直接推动了生物 

多样性的实质性保护. 

4.3 考虑气候变化等宏观驱动力 

自进入人类世以来, 气候变化(如温度变化、二氧 

化碳浓度提高、干旱增强等)及其衍生或关联的全球 

环境变化(如外来种入侵、氮沉降变化、火灾增加等) 
正在重塑物种分布和生态系统结构, 给保护工作带来 

巨大挑战 [123~125]. Trisos等人 [126]提出的“突发生态破 

坏”(abrupt ecological disruption)分析框架预测在未来 

几十年内, 许多物种将同时暴露于超出其生存极限的 

气候条件下, 导致生物多样性发生崩塌式而非渐进式 

的丧失. 因此, 未来的保护成效评估必须将气候变化等 

全球环境变化因素考虑在内. 例如, 评估保护地网络在 

未来气候情景下对物种的保护能力, 识别气候避难所, 

并规划能够促进物种适应性迁移的保护策略 [127]. 这要 

求评估方法从回顾性分析转向前瞻性、基于情景的模 

拟和预测 [128]. 以中国重点保护物种的全国尺度研究为 

例, 基于物种分布模型与保护空缺分析, 在SSP1-2.6、 

SSP2-4.5和SSP5-8.5情景下分别识别高灭绝风险物种 

数量和物种更替率, 表明现有保护网络虽对多数物种 

具有覆盖作用, 但对部分物种仍存在显著保护缺口 

(>25%)及气候适应不足 [129].  
为系统梳理前文所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的 

核心要素, 清晰呈现不同评估特性的典型指标与分析 

方法、常见数据来源、优势与局限性, 现将相关重要 

信息汇总如下(表1).  

5 讨论与结论 

5.1 现状讨论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方法的演变, 反映了人 

们对保护目标、生态系统复杂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认 

识的不断深化. 经过对相关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与总 

结, 我们发现这一过程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  
(1) 从单一指标到多维综合. 首先, 生物多样性保 

护成效评估的关注点从单一的物种丰富度或保护地面 

积, 扩展到涵盖遗传、物种、生态系统多个层次, 融合 

表 1 不同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主要特征 
Table 1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评估类型 典型指标/分析方法  常见数据来源  优势  局限 

基于投入和过程的评估 

1. 保护投入: 保护地面积/数量、 
资金额度、人员配置、自然资 
源利用区域覆盖程度、参与农 

户数量等 
2. 保护过程: 管理计划、防护设 
施数量、生态补偿金额、社区 

宣讲次数等  

统计报表、政府档案、 
项目台账、实地核查、 
问卷调研、专家打分、 

政策文件分析  

易量化、操作简便、能 
快速反映行动落地程 

度、推动保护行动扩张  

难以直接衡量对生物多 
样性的净影响、与实际 
保护成果关联性需验证 

基于结果和影响的评估 

1. 指标体系: 生物多样性指标、 
综合指标、威胁消减指数等 

2. 核心方法: 反事实效应量化、 
因果关系识别等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生 
境质量监测数据、全球 
保护地数据库、土地利 

用数据、eDNA样本、遥 
感影像、红外相机及声 

学自动监测数据  

评估逻辑严谨、能精准 
剥离保护净效应、归因 
准确性高、覆盖多维生 

物多样性特征  

数据需求量大、对照区 
域数据稀缺、技术门槛 

高、操作复杂 

综合价值评估 

1. 景观生态网络: 生态廊道、斑 
块连通性、集合种群迁移潜力 

等 
2. 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 碳 
储存、水源涵养、授粉服务、 

社区收入、生计多样性等 
3. 全球变化适应性: 气候避难 
所、物种适应性迁移潜力、生 

态系统韧性等  

遥感影像解译、生境制 
图数据、生态监测数 
据、社会经济调查数 

据、气候情景数据  

整合多维度目标、兼顾 
生态与社会价值、具有 
前瞻性、契合可持续发 

展需求  

时空尺度匹配难度大、 
多学科整合复杂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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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发育、功能、结构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指标体 

系 [130,131]. 例如, 被大量使用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变量(es
sential biodiversity variables)指标体系涵盖了遗传组成、 

物种种群、物种性状、群落组成、生态系统结构、生 

态系统功能六类核心维度, 旨在平衡生物多样性监测 

的可扩展性、时间敏感性与可行性. 此类多维综合指 

标体系能够使评估结果更全面地反映生物多样性的真 

实状况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 [132]. 然而, 这类综合或 

复合指标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批评者认为, 如果将多维 

度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压缩成单一数值, 可能会掩盖关 

键组分的重要变化, 导致指标无法敏感地反映生态系 

统的真实状况 [133]. 例如, 一个综合指数可能因常见物 

种的增加抵消了稀有物种的减少而保持稳定, 从而错 

失了预警信号. 
(2) 从关注投入到聚焦影响. 其次, 评估的核心逻 

辑从“我们做了什么”(如投入多少资金、划定多大面 

积)转变为“我们的行动带来了什么净效应” [134,135]以及 

“有什么证据支撑我们的行动”(https://www.nature.com/ 
articles/d41586-026-00309-1?sessionid=). 随着反事实效 

应量化与结构因果模型等因果推断方法的引入, 研究 

者得以更科学地认识与剥离混杂因素, 从而将观察到 

的生物多样性变化归因于特定的保护干预, 显著提升 

了评估的严谨性与政策参考价值. 
(3) 从静态评估到长期动态追踪. 此外, 多维遥感、 

eDNA、人工智能物种识别、动态追踪等新技术的应 

用, 使得对生物多样性和威胁因素进行高频率、大范 

围的动态监测成为现实 [132,136]. 这使得人们能够根据监 

测结果不断调整和优化保护策略, 为实现适应性管理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4) 从单一目标到综合目标. 最后, 评估框架日益 

强调将生态系统服务、当地社区福祉、治理结构和气 

候与环境变化适应性等社会经济维度全面纳入考 

量 [137,138]. 这种系统化的视角有助于平衡保护与发展的 

关系, 提升保护行动的长期可持续性 [139]. 
尽管已取得显著进展, 当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效评估仍面临诸多挑战. 其中, 数据限制依然是主要瓶 

颈之一, 尤其是在生物多样性丰富但监测能力薄弱的 

发展中国家 [140]. 例如,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中超过50%的记 

录来自欧美地区, 而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的亚马逊盆 

地及东南亚地区, 其昆虫与土壤微生物等重要基础分 

布数据仍存在巨大空白 [141]. 并且, 现有监测数据多集 

中于已实施保护行动且可达性较高的区域, 缺乏未实 

施保护的对照区(尤其是高海拔、深海等可达性较弱 

地区)的长期监测数据, 这进一步限制了反事实分析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方法的应用准确性 [142,143]. 另 

外, 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的分析表明, 现有的评估指 

标体系存在严重的分类学偏差(taxonomic bias), 多集中 

于鸟类和哺乳动物等“明星物种或类群”, 而对在生态 

系统功能中起关键支撑作用的无脊椎动物(如昆虫)和 

微生物关注严重不足, 这种分类学偏差现象导致评估 

结果难以全面反映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与恢复力 [141]. 
这些数据缺失与偏差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的 

地理覆盖不足与统计不确定性升高, 限制保护行动后 

趋势改善的可检测性, 进而无法准确评估生态系统多 

样性保护成效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目标的推进情况 [144]. 其次, 评估方法使用的时空 

尺度不匹配问题同样突出, 保护行动的影响可能存在 

滞后效应, 且作用尺度与监测尺度不一致, 给因果推断 

与政策制定带来困难. 研究表明, 在森林破碎化发生后, 
物种的局部灭绝往往不会立即发生, 这种“灭绝债务” 
可能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导致短期的评估结果可 

能错误地高估当前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145]. Johnson等 

人 [146]在研究了10个涵盖约3100个物种的高影响力生 

物多样性数据集及常用多样性变化趋势分析方法后也 

指出, 目前评估方法多聚焦于全球或大区域的宏观时 

空尺度, 与政策制定所需的局部精细尺度需求存在脱 

节, 导致评估结果的政策指导性受限. 为了弥补生物多 

样性数据与保护行动在时空尺度不匹配以及数据获取 

性不足的问题, 许多评估采用了特定植被类型面积等 

代理指标完成. 然而, 依据代理指标的变化来推断生物 

多样性整体或特定物种的动态变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这也对保护成效评估的准确性构成了显著挑战. 最后,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方法的复杂性与成本也限制 

了其在基层保护项目中的广泛应用, 许多先进的成效 

评估方法需要专业知识和大量计算资源. 例如, 虽然 

eDNA与LiDAR等技术能提供高精度的监测数据, 但其 

目前仍然相对较为昂贵的测序设备与复杂的数据处理 

门槛, 使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层保护地可能难以 

负担并将其常态化 [147]. 

5.2 未来展望与结论 

面向未来, 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和指导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行动并应对上述挑战, 我们认为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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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成效评估方法可考虑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深入 

发展:  
5.2.1 技术驱动的智能化评估 

通过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 实现评估 

的智能化升级, 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针对性地破解 

数据覆盖不足、分类学偏差与监测空白等核心瓶颈. 
例如, 利用深度学习模型自动识别和分析海量的遥感 

影像、音频和视频数据, 实现对物种、生境和威胁因 

素的实时监测、精准预警.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立的 

“天地空一体化”自然资源监测与管理系统通过部署数 

万台实时传输的红外相机, 结合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 

术, 不仅实现了对东北虎、东北豹等旗舰物种及其猎 

物种群动态的实时追踪与自动分类, 还能精准识别并 

预警人类干扰活动(如盗猎), 极大缩短了从数据采集到 

成效评估的周期 [148]. 同时, 需依托这些技术建立更广 

泛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 覆盖陆地、淡水、海洋等 

多生态系统, 填补昆虫、微生物等类群的监测空白, 实 

现监测数据的全球共享与标准化, 并降低传统监测的 

分类学偏差与地理分布偏差. 此外, 还可通过构建数字 

孪生(digital twins)生态系统及运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等可视化技术, 真实模拟不同管理干预和气候 

变化情景下的生态响应, 为决策提供前瞻性支持 [149]. 
欧盟正在推进的“生物多样性数字孪生”项目即为一例, 
它整合物种分布、eDNA与高分辨率气候数据, 模拟在 

不同农业政策或极端气候事件下关键传粉昆虫的种群 

动态, 从而在实施实际保护措施前进行“虚拟预演”, 优 

化资源配置并降低管理风险 [150]. 
5.2.2 方法的标准化与整合 

开发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 以增强不同 

研究和项目之间的结果可比性, 重点解决时空尺度不 

匹配、评估结果难以落地等突出问题 [151]. 例如, 可通 

过构建多尺度嵌套的评估框架, 明确全球-区域-局地尺 

度的指标转换与尺度耦合机制, 消除保护行动滞后效 

应与监测尺度错位带来的评估偏差, 提升结果对地方 

决策的指导性 .  同时 ,  加强不同评估方法(如GD- 
PAME、TRA、反事实效应量化、因果关系识别)的整 

合应用, 形成一个能够覆盖从过程到影响、从项目到 

区域多个层面的模块化、可扩展的综合评估框架. 例 

如, 可将侧重管理过程的评估工具(如METT)与侧重净 

效应的反事实效应量化分析相结合, 在验证保护有效 

性的同时, 揭示关键措施的作用机制, 实现从“黑箱”观 

测到“机制”解析的跨越 [152].  

5.2.3 多学科深度交叉 

保护成效评估需超越传统生态学范畴, 与社会学、 

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深度交叉, 协同应对方法 

复杂性高、基层应用门槛大等现实障碍. 例如, 利用行 

为经济学的方法设计和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激励机制, 
以提高保护政策的有效性 [153]; 将当地社区的传统生态 

知识及定性信息与现代科学监测相结合, 以更全面地 

理解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动态 [154]. 以宿迁古黄河公 

园的生态本底研究为例, 该项目突破了单一的生态调 

查, 综合运用了遥感解译、多级地面调查、生物群落 

记录和管护数据分析的跨学科评估方法. 这种多维度 

的深度评估, 精准量化了公园存在的湿地生态单元不 

足、植被垂直结构简单、鸟类类群单一、水质与岸线 

退化, 以及高强度养护和人类干扰等复合问题 [155]. Za
valeta Cheek等人 [156]也系统介绍了五种未被充分利用 

的社会学定性归因方法(即贡献分析、过程追踪、现 

实主义评估、定性比较分析和最显著变化), 强调这些 

方法可通过验证因果模型、整合定性与定量数据, 弥 

补传统方法不足, 助力明确保护干预“有效与否、适用 

情境及背后原因”, 为更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证 

据支持; 另外, 也可通过发动社区公民科学家观测(citi
zen science observations), 在数据经过专业校正的前提 

下, 利用此类众包模式(crowdsourcing)进一步提升生物 

多样性分布与变化数据监测效率、实时性与保护成效 

评估的覆盖范围 [157].  
5.2.4 面向行动的适应性管理评估 

最后, 评估不应是终结性评判, 而是适应性管理循 

环中的一个有机环节. 未来的评估体系应更加注重提 

供及时、可操作的反馈信息, 帮助管理者快速响应变 

化、调整策略 [147]. 这要求在多学科支持下, 将生物多 

样性保护成效评估设计得既能保证科学性, 又能更加 

灵活、评估周期更短, 评估结果的呈现方式也更贴近 

决策者的需求 [158]. 例如, 在渔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已 

开始采用动态管理系统通过融合多源数据每日生成渔 

业风险地图, 可以替代静态管理区, 不仅能够将评估反 

馈周期缩短至24小时, 还直接为渔民提供了可操作的 

捕捞建议, 显著提升管理措施的响应速度与适用性 [159].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 中国钱江源国家公园探索的“保护 

地役权”制度也为适应性管理评估提供了创新范例. 该 

模式通过与当地社区签订灵活的生态保护契约, 并基 

于定期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与成效评估结果(如林分质 

量改善、旗舰物种栖息地恢复情况), 动态调整补偿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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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管理措施 [160]. 这种基于成效反馈的契约式管理, 
不仅有效化解了集体林地保护的产权冲突, 还使管理 

决策能够根据生态系统的实时变化和社区需求进行快 

速迭代, 真正实现了从“静态封控”向“动态适应”的 

转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全球性任务, 

而科学、透明、可靠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是优 

化资源分配、完善保护行动的关键. 回顾过去, 生物多 

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方法已经从聚焦“投入与过程”发展 

到复杂的因果推断和系统模拟以量化“结果与影响”. 

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评估的关键目标已从识别相关性 

(correlation)逐步迈向建立精准因果关系(causality), 从 

而更有效地指导未来的保护投入, 而这一转变过程依 

赖于数据和方法两大关键节点. 展望未来, 随着技术的 

不断突破和多学科的深入融合, 我们有望建立起更加 

智能、跨领域和具有前瞻性的综合评估体系. 通过持 

续完善和应用这些评估方法,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 

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挑战,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策略优化、资源高效配置及动态适应性管理提供坚实 

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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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is fundamental to Earth’s life-support systems, yet it is declin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posing a severe 
threat to ecological stability and human well-being. In response, substantial global resources are continually invested in 
conservation actions, ranging from establishing protected areas to species-specific interventions. This significant 
investment underscore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scientifically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ions. Such evaluations are essential for optimizing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abling adaptive management approaches that can respond to dynamic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Here, we presen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to synthesize the evolving methodologies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ur analysis traces a clear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moving from input-and- 
process-based metrics to more sophisticated outcome-and-impact-based causal inference frameworks. Initially, the focus 
was predominantly on quantifying inputs and processes, such as the extent of protected areas, the volume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or the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s. While these early approaches were instrumental 
in driving the expansion of conservation efforts due to their relative ease of quantification and clear reporting capabilities, 
they are fundamentally limited in their ability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net, attributable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outcomes. 
Recognizing these limitations, the field has progressively moved towards more robust, outcome-oriented evaluations. This 
advancement has occurred along four key,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1)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systems based on frameworks such as the Driver-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2) the increased application 
of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level of threat reduction, which offers a pragmatic, indirect measure of conservation success by 
quantifying the amelioration or elimination of documented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3) the increasing adoption of 
counterfactual analyses, employing rigorous statistical techniques like matching designs to construct a credible non- 
intervention scenario, thereby enabling the isolation of the net causal effect of a conservation action from confounding 
factors and baseline trends; and (4) the emerging use of formal causal inference methods, such as structural causal models, 
to explicitly map, test, and validate complex causal pathways between conservation interventions and biodiversity 
outcomes. Despite significant progress, challenges such as limited data coverage, mismatches in spatio-temporal scales, 
and insufficient method generalizability persist.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focus on: (1) AI and big data-driven intelligent 
evaluation; (2)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ethods into modular frameworks; (3) deeper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with social and computer sciences; and (4) developing action-oriented adaptive evaluation systems to support 
dynamic and effectiv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The evolution of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towards more 
rigorous, impact-focused systems is vital for supporting dynamic, evidence-based, and ultimately more effectiv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ions and management in the face of ongoing glob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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